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研究
摘 要：本文描述了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贸易形成数字贸易这一新业态及其与区域创新的天然的联系，并基于2010-2020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与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测度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模型、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与分布动态，最后采用变异系数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其σ收敛与β收敛特征，关注它们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探讨其良性互动。研究发现：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处于良好协调阶段，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处于中度协调阶段；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态势，存在微弱的两极分化现象。收敛性分析得出，仅中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且后者的收敛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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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ce-time Pattern and Convergenc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footnoteRef:1]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traditional trade to form digital trade- a new business form, and its natural relationship with region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by using entropy weight TOPSIS an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evaluation method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dynam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Finally,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were used to te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σ convergence and β convergence,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m was paid attention to, and the benign interaction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national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re in a good coordination stage, and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re in a moderate coordination stage.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hows a trend of first enlarging and then decreasing, with a weak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no σ convergen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but there is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four major regions, and the latter convergence is faster.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贸易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和路径研究”(21BTJ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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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Hlk121323640][bookmark: _Hlk121324997][bookmark: _Hlk121325005]创新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人类生活改善的重要动力。当前，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全球正迎来新一轮创新红利，数字贸易作为激活创新发展的合作动能，通过数字技术与数字服务带来颠覆性创新，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区域创新也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能进一步释放数字贸易发展潜能，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数据作为数字贸易的核心生产要素强化了各产业、各区域间知识与技术的共享，为创新要素、创新流程与创新环境带来深刻变革，而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贸易更是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的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不仅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更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数字贸易这一概念最早由Weber提出[1]，之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2013年的《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中对“数字贸易”进行了首次界定，将其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交付的产品和服务，这个概念排除了大部分实体商品贸易。此后，该机构在2014年对数字贸易定义进行了扩延，将实体货物纳入数字贸易交易标的中，最终于2017年退回其初定义。国内学者马述忠认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的新型贸易活动[2]，该定义目前被大多数国内学者所认可。可以看出，数字贸易是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为特征的，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关于创新的相关理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3]于1912年首次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造性破坏”，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全新组合”，强调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此后，Aghion和Howitt [4]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创新和增长的基准模型，强调了知识积累与产业创新的重要性；关于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宏观视角下，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5]、产业集聚及结构优化[6][7]、贸易与投资等扩大开放[8][9]、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府的有效干预[10]、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高新区的设立[11][12]等诸多因素均能够推动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微观视角下，提高产品质量及其复杂度[13]、增强企业内生技术能力[14]、动态资源整合能力[15]、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等[16][17]，依托上述方式能够夯实整体区域的创新基础。
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以及创新投入持续升高的背景下，数字贸易对区域创新的驱动程度以及区域创新对数字贸易的支撑作用大小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尚未有文献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诸多学者从间接层面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韩先锋等[18]基于趋同理论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收敛的特征事实，且互联网是推动中国区域创新效率收敛的“加速器”。张慧等[19]基于空间关联视角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驱动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于欢等[20]基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在数字资本品的进口和创新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李惠娟等[21]基于创新能力和产品空间的视角，使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得出双循环新格局促进了中国数字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已有相关文献为本文展开论述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尚未有学者考察中国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采用动态评价方法对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基于耦合协调原理建立模型，从系统论视角考察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性；第二，基于测算的耦合协调数据，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深入分析中国及四大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水平的动态分布。第三，运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明晰全国及四大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收敛与β收敛特征。
[bookmark: _Hlk121165193][bookmark: _Hlk121234011]1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机制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稳步推进，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逐步渗透到社会各领域，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数字贸易不仅能够直接从供需两端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还能够通过降低成本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区域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区域创新也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提供了坚实的数字技术支持基础上，还能形成高效地数字化网络平台促进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
一方面数字贸易能够推动区域创新发展。首先数字贸易能够直接从供需两端促进区域创新。传统贸易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供给端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而产生，而数字贸易能够同时从产品层面的供给端和消费者需求端两侧发力驱动区域创新发展[22]。数字贸易为消费者带来了新的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在网络支付、新零售、平台经济等业态的支撑下，消费者对原有产品的数字认知需求被不断更新，使消费需求在内容与形式上逐渐丰富，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与创新[23]，进而带动整体区域创新发展。其次数字贸易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区域创新。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企业资源搜寻与匹配成本、减少中间交易环节，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24]，为企业主动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数字贸易的低成本效应还能够降低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引发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竞争加剧，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最后数字贸易还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创新。数字贸易不仅能推动知识、技术的正向溢出，进而提升产品质量及其复杂度[13]，还能打破研发主体之间的物理空间限制，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促进多元创新主体交汇融合形成创新集群[25]，加速我国对世界前沿技术的追赶。
另一方面区域创新也能驱动数字贸易发展。首先，区域创新是实现数字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数字贸易是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为基础，实现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的过程[2]，因此技术创新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坚实基础。其次，区域创新能够驱动形成高效的网络化平台，有助于数字产品与服务贸易信息的交流与对接，扩大了不确定性下的交易机会与效率。此外，创新成果的应用还有助于企业生产及管理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契机。最后，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还可以提升人们的创新意识与活跃度，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使数字技术研发红利不断溢出，进而推动数字产品的多样性发展与数字服务质量提升，最终实现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26]。
2  研究设计
2.1指标体系构建及测算
（1）本文以马述忠学者对数字贸易的“广义”定义为基准[2]，并参照中国信通院在《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2020》中提出的“数字贸易框架体系2.0”（以下简称框架）以及数字贸易测度相关文献[27]，从“数字化市场”、“数字贸易结构”、“数字贸易能力”与“数字贸易环境”四个层面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框架中指出，数字贸易的基础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主要包括ICT制造与ICT服务两方面；关键环节是对外贸易的创新发展，主要包括贸易方式和对象的转变。同时，数字贸易来源于数字经济[28]，与数字经济一样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因此，结合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数字贸易发展指标如表1，最后通过熵权TOPSIS与灰色关联度动态评价方法测度数字贸易发展指数，该方法便于评价系统间不同时刻的发展水平与一段时间的累积水平[29]。
表1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测算指标

	数字贸易发展
	(X1)数字化市场
	数字化交易
	移动支付水平指数[33]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X2)数字贸易结构
	数字产品贸易
	ICT产品进口占贸易总额比重（%）

	
	
	
	ICT产品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

	
	
	数字技术交易
	吸纳技术成交额占GDP比重（%）

	
	
	
	输出技术成交额占GDP比重（%）

	
	(X3)数字贸易能力
	数字技术发展能力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数量（个）

	
	
	
	R&D经费占GDP比重（%）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3种专利授权数量（件）

	
	
	数字贸易基础能力
	自由贸易区数量（个）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个）

	
	
	数字贸易发展潜力
	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贸易进出口总额（亿元）

	
	
	
	最终消费支出（亿元）

	
	
	
	平均受教育年限

	
	(X4)数字贸易环境
	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网普及率（%）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万公里）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互联网域名（万个）

	
	
	
	企业期末使用计算机数量（台）

	
	
	数字产业化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销售总产值（亿元）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万人）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个）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数字电视用户数（万户）

	
	
	产业数字化
	采用信息化管理的企业占比（%）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3]

	
	
	
	快递业务数量（万件）


（2）区域创新系统。本文参考蒋天颖[30]、葛鹏飞[31]、杨骞[32]等学者的研究，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环境三方面衡量创新水平。其中，创新投入包括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创新产出从数量、质量和经济效益转化三个维度衡量；创新环境包括科研创新的基础设施与条件，具体指标选取如表2所示。最后，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测算区域创新综合指数。          
表2区域创新指标体系构建
	子系统
	一级指标
	具体测算指标

	区域创新
	(Y1)创新投入
	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亿元）

	
	(Y2)创新产出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项）

	
	
	区域创新创业能力指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Y3)创新环境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册）

	
	
	普通高等学校数（个）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


（3）数据来源。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含港澳台）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课题组 [33]。
2.2研究方法
2.2.1 耦合协调度测算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刻画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两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如式（1）是多个系统间的耦合度模型：

	 	
其中，表示系统个数，C表示系统间的耦合度值，取值范围在0~1之间。式（2）是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见式（3）：

	 	

	 	
其中，T表示协调度，D表示耦合协调度，，为待定系数。
2.2.2 Kernel密度估计
为明晰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分布动态及演进规律，利用Kernel密度估计。公式如下：

	 	

	 	
其中，N为观测值个数，为独立同分布观测值，h为带宽，带宽越小。
2.2.3 收敛性检验


为探究东中西与东北地区之间、各省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是否具有收敛性，本文采用收敛和β收敛两种方法检验耦合协调度的收敛性。收敛表示不同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呈现持续下降的过程。本文采用变异系数衡量，公式如下：


                  




其中，j=1,2,3,4表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区域；i=1,2,3,…，31表示四大区域内所含省份；表示j区域内省份数量；表示j区域内i省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表示j区域内i省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均值。
β收敛是指耦合协调水平较低的地区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且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度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趋于一致的稳态。β收敛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绝对β收敛模型如下：

		
其中，Di,t+1和Di,t表示t+1期和t期在i省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度。β为待估收敛系数，若β<0且显著，则表示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将无条件达到相同稳态，存在β收敛，反之则说明存在发散趋势，其中收敛速度的表达式为V=—ln(1+β)/T， T为样本期初到期末的跨期年数。考虑到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因此，本文运用了空间效应模型检验耦合协调度的β收敛特征，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β为待估收敛系数，和为空间效应系数，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自回归估计，Wij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他变量含义同式（7），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30][31][32]，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develop）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物质资本投入（capital）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表示；对外贸易水平（trade）用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产业结构（industry）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
3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特征描述
3.1整体特征
    参照已有文献的研究[32]，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良好协调和高度协调四个等级，各等级的耦合协调度划分区间见表3。
表3 耦合协调关系的判断标准
	耦合协调区间
	0<D<0.3
	0.3≤D<0.5
	0.5≤D<0.8
	0.8≤D<1

	协调等级
	Ⅰ
	Ⅱ
	Ⅲ
	Ⅳ

	耦合协调程度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高度协调


基于上述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2010-2020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测算全国及各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度D值，该值越大表示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结合表4和图1可以观察到，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持续升高的态势，从2010年的0.341 8增长到2020年的0.549 2，年均增长率达到5.51%。在2018之前，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阶段，2018年及以后上升为良好协调，整体表现出稳健的增长，说明了近年来数字中国建设在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使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不断耦合互动、协同发展。
[bookmark: _Hlk106184544]表4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关系的整体特征
	年份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程度
	协调等级
	年份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程度
	协调等级

	2010
	0.341 8
	中度协调
	Ⅰ
	2016
	0.456 3
	中度协调
	Ⅱ

	2011
	0.359 0
	中度协调
	Ⅱ
	2017
	0.480 8
	中度协调
	Ⅱ

	2012
	0.386 4
	中度协调
	Ⅱ
	2018
	0.501 2
	良好协调
	Ⅲ

	2013
	0.399 5
	中度协调
	Ⅱ
	2019
	0.526 6
	良好协调
	Ⅲ

	2014
	0.415 1
	中度协调
	Ⅱ
	2020
	0.549 2
	良好协调
	Ⅲ

	2015
	0.440 5
	中度协调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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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关系的整体时间演化特征
3.2地区特征
根据地理经济的划分方式，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四大区域[footnoteRef:2]，考察各区域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水平及差异。从区域分布来看，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具体见表5。结合图2，首先从四个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来看，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最高，由2010年的0.457 2上升至2020年0.708 0，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位于第二，由2010年0.332 8上升至2020年的0.561 9，进入良好协调阶段；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紧随其后，由2010年的0.329 0上升至2020年的0.469 7，处于中度协调阶段；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最低，由2010年的0.253 4上升至2020年的0.430 3，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其次是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阶段性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均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但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幅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样本观察期内，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幅度最大，达到69.8%，尽管耦合协调度均值最低，但表现出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中部地区增长幅度次之为68.8%，然后是东部地区，涨幅达54.8%。最后是东北地区，涨幅为42.8%。综上所述，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区增长率相对较高，而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增长率相对较低，说明我国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缩小。 [2: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表5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关系的地区特征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东部
	0.457 2
	0.472 3
	0.498 7
	0.515 7
	0.530 6
	0.570 2
	0.585 7
	0.605 2
	0.639 9
	0.674 2
	0.708 0

	中部
	0.332 8
	0.351 3
	0.392 2
	0.398 3
	0.417 0
	0.439 8
	0.458 8
	0.490 5
	0.506 7
	0.523 9
	0.561 9

	西部
	0.253 4
	0.273 6
	0.298 0
	0.311 7
	0.327 9
	0.347 1
	0.363 4
	0.387 1
	0.400 9
	0.420 7
	0.430 3

	东北
	0.329 0
	0.338 4
	0.353 8
	0.365 5
	0.374 6
	0.382 9
	0.391 6
	0.421 4
	0.429 0
	0.463 2
	0.46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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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地区演化特征
利用Arcgis10.2对2010、2012、2014、2016、2018和2020六个年份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演进趋势在地图[footnoteRef:3]上进行直观呈现。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出 “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空间分布特征。从演进趋势来看，各省份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向好趋势；从具体各省份来看，广东凭借其经济与地理优势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率先由2010年的良好协调达到2016年的高度协调，且之后一直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余在2010年处于良好协调的还有北京、江苏和上海，虽然北京耦合协调度呈稳定上涨态势，但在2020年仍处于良好协调阶段，江苏和上海于2020年达到高度协调。浙江耦合协调度增长最为明显，由2010年的中度协调上升到2012年的良好协调，最终于2020年到达到高度协调阶段；天津、山东、福建、河南、湖北、四川耦合协调度发展速度次之，由2010年的中度协调提升到2016年的良好协调；辽宁、陕西、安徽、重庆紧随其后，由2010年的中度协调于2018年提升到良好协调；河北、湖南、广西速度最慢，由2010年的中度协调于2020年提升到良好协调。全国其余省市在2020年未达到良好协调或高度协调阶段，其中，新疆、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海南、山西、江西、黑龙江、吉林与内蒙古自2010年至2020年一直处于中度协调阶段，青海与西藏2010年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之后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进入中度协调阶段。 [3: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制作] 

从2020年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情况来看，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4个省市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北京、天津、山东、福建、河南、湖北、四川、辽宁、陕西、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广西等14个省市处于良好协调阶段，新疆、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海南、山西、江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青海与西藏等13个省市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可以看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明显呈现空间分布不均匀的特征，还有较大一部分省份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两系统没有达到良好相互促进的局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从长远来看，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地区发展现状并出台相应政策，循序渐进推动数字贸易发展成为区域创新的新引擎、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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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演进趋势
4.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
为了进一步考察我国整体及四大区域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绝对差异和分布动态，本文利用Kernel密度估计分析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变化趋势，并绘制了Kernel密度估计三维图，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a1）描绘了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分布动态。从曲线中心的移动来看，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性协调水平分布曲线的主峰不断右移，表明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这一特征和前文耦合协调度均值曲线走势一致；主峰高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宽度逐渐缩小，表明绝对差异不断缩小；出现侧峰且存在右拖尾现象，说明存在一定地极化现象和梯度效应，表明不同耦合协调度水平下均有省份分布，且高水平耦合协调度与低水平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总的来看，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出现轻微的极化现象，但省域之间差异逐渐减小。
由图5（a2）可知，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右移，波峰高度先下降后上升，宽度先扩大后缩小，说明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内差异先扩大后减小，存在拖尾现象但延展性收窄，说明区域内绝对差异最终呈缩小态势。由图5(a3)可知，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分布曲线主峰位置右移，说明耦合协调度水平不断提高；主峰高度整体呈不断降低趋势，表明区域差异逐渐升高，具体来看，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出现侧峰，且侧峰靠近主峰，说明存在极化现象，最后在2020年，主峰高度上升，区域差异降低。由图5（a4）可知，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曲线主峰位置右移，波峰高度呈“升高-降低-升高”，说明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逐渐上升，区域内差异呈“缩小-扩大-缩小”趋势，且总体曲线呈现双峰的态势，侧峰峰值较低，说明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微弱的两极分化现象。由图5（a5）可知，东北地区的分布曲线主峰位置右移，说明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逐渐提高，主峰高度持续升高，直到2016年开始逐渐降低，并出现侧峰，宽度变大，说明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距先减小后扩大。综上所述，四大区域分布曲线主峰位置均右移，说明各区域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主峰位置变化与各区域耦合协调特征事实描述基本一致。四大区域中除东部地区主峰高度明显上升，总体内部绝对差异逐渐缩小以外，其他地区主峰高度均呈上升与下降交替的波动趋势，即内部绝对差异呈缩小与扩大交替，且各地区均存在一定程度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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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分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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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四大区域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分布
5.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收敛性分析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在四大区域之间和省域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全国及各地区耦合协调度是否具有收敛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收敛和β收敛两种方法研究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演变趋势，揭示其空间收敛特征。

5.1 收敛检验

图6呈现了考察期内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变异系数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全国层面来看，变异系数表现为下降态势，在2010年至2020年样本期间内，变异系数从0.351 3下降到0.307 6，下降幅度达12.44%。具体来看，2010年至2012年期间变异系数下降速度最快，年均下降率达5.27%，2012年至2019年期间，变异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较小，走势较为稳定，最后在进入2020年时出现小幅上涨。从四大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分布曲线整体呈下降态势，且下降幅度最大，达到13.15%，其具体演变趋势为，2016年之前呈下降态势，2016年之后开始回升，整体表现为变异系数下降。东部地区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次之为12.59%，其中，2010年至2017年曲线较为稳定，2017年至2019年下降幅度变大为10.77%，2019年后呈小幅上升。东北地区分布曲线整体呈下降态势，下降幅度最小为5.76%，具体表现为2016年之前呈大幅波动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达6.81%，2016年至2017年表现为短暂上升，2017年之后持续下降。中部地区曲线整体呈上升态势，上涨幅度为30.23%，具体表现为“上升-下降-上升”的态势，在2012年变异系数达到最高为0.132 0，2012年后持续下降到2016年，且2016年变异系数最低为0.084 0，之后呈上升态势。由此可见，除中部地区以外，全国及其他三大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在样本期间内均表现出下降趋势，存在收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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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全国及四大区域耦合协调度变异系数演变趋势
5.2 β收敛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对耦合协调度进行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检验，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说明存在β收敛，具体结果见表7和表8。考虑到区域之间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依赖性，减少空间因素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偏差，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耦合协调度的β收敛。在估计之前，首先要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测算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性的Moran指数，结果见表6。在样本期间内，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下的Moran指数均为正且至少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本文绘制了2010年与2020年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Moran散点图，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无论是2010年还是2020年的散点图中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说明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正向空间集聚效应，且集聚效应相对稳定，呈现出低流动态势。在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后，则是对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在依次进行LM检验、Hausman检验以及LR检验后，确定了个体固定效应的SDM模型为最优选择。
表6 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
	年份
	Moran’s I
	年份
	Moran’s I
	年份
	Moran’s I

	2010
	0.300***
	2014
	0.274***
	2018
	0.298***

	2011
	0.271***
	2015
	0.311***
	2019
	0.308***

	2012
	0.304***
	2016
	0.297***
	2020
	0.347***

	2013
	0.264***
	2017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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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0年与2020年耦合协调度Moran’I散点图
（1）绝对β收敛
表7报告了全国及四大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首先，从全国层面看，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收敛系数β为-0.416 9，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耦合协调度在整体上存在绝对β收敛且收敛速度达0.041 5，意味着耦合协调度低的省份相较于耦合协调度高的省份增长速度更快，区域内耦合协调度趋向同一稳态水平。其次，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的收敛系数β均显著为负，说明耦合协调度在四大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对比四大地区的收敛系数发现，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收敛速度分别为0.070 9、0.036 6、0.032 1、0.029 5。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最高的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收敛速度最快。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中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省市的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程度远高于区域内其他省市，因此耦合协调度具有较慢的收敛速度，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位于第二，且收敛速度最快，说明安徽、河南、湖南等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发展趋势。
表7耦合协调度绝对β收敛检验
	变量
	OLS
	SDM
	SDM

	样本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D
	-0.445 8***
(-8.52)
	-0.416 9***
(-10.33)
	-0.318 4***
(-3.77)
	-0.602 4***
(-5.16)
	-0.378 7***
(-8.04)
	-0.341 3**
(-2.29)

	W×D
	
	0.374 9***
(8.59)
	0.335 5***
(3.79)
	0.535 5***
(4.63)
	0.299 0***
(5.75)
	0.367 4**
(2.18)

	
	
	0.296 3***
(4.02)
	0.151 5
(1.45)
	0.242 1*
(1.87)
	0.374 4***
(3.56)
	-0.118 2
(-0.63)

	LogL
	
	551.89
	178.36
	104.48
	223.28
	52.04

	时间固定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414
	0.060
	0.030
	0.013
	0.144
	0.007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t值，下表同。
（2）条件β收敛
表8报告了全国及四大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条件β收敛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全国及四大地区的收敛系数β均在1%水平下均显著为负，与表7结果一致，说明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条件β收敛，该结论意味着在考虑了初始值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后，全国和四大地区内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最终会收敛至各自的稳态水平。通过与表7对比发现，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分地区考察，条件β收敛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绝对β收敛的估计系数，说明条件β收敛速度大于绝对β收敛速度，具体计算发现全国层面条件β收敛速度为0.055 4，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部依次是0.067 1、0.101 3、0.064 5、0.099 0，这表明在考虑了不同影响因素后，耦合协调度的收敛速度发生了改变。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全国及四大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条件β收敛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具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影响均为正，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发展所需的研发资金越充足[34]，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水平越高，使其向更高水平收敛，而对东北地区则产生了负向影响，说明随着东北三省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趋于发散；物质资本投入能显著正向影响全国及东部地区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提高其耦合协调度收敛水平，但对其他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明显。物质资本投入为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数字贸易平台体系的搭建和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外贸易水平能显著促进全国、西部与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收敛，对东部与中部地区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能够推动企业学习和模仿高技术产品，进而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对不同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对全国、东部及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产生了负向影响。说明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显著促进东部及东北地区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收敛，而推动了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内部耦合协调水平的发散。
表8耦合协调度条件β收敛检验
	变量
	OLS
	SDM
	SDM

	样本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D
	-0.518 8***
	-0.513 7***
	-0.581 9***
	-0.731 9***
	-0.567 8***
	-0.723 9***

	
	(-7.75)
	(-11.67)
	(-5.94)
	(-6.29)
	(-8.38)
	(-4.47)

	develop
	0.097 4
	0.265 0**
	0.006 6
	0.320 8**
	0.240 1
	-0.024 8

	
	(0.77)
	(2.07)
	(0.34)
	(2.33)
	(1.51)
	(-0.16)

	capital
	0.053 2***
	0.029 0*
	0.133 1**
	0.053 8
	0.033 8
	0.006 5

	
	(2.77)
	(1.71)
	(2.46)
	(1.59)
	(1.23)
	(0.15)

	trade
	0.072 8
	0.176 9**
	0.216 5
	0.806 7
	 0.019 1***
	1.169 8***

	
	(0.97)
	(2.20)
	(1.31)
	(1.45)
	(3.20)
	(3.11)

	industry
	0.063 2
	0.068 7
	0.700 1*
	-0.004 9
	-0.170 8
	0.582 4**

	
	(0.45)
	(0.55)
	(1.89)
	(-0.01)
	(-0.80)
	(1.99)

	[image: ]
	
	0.170 4**
	0.176 2*
	0.074 3
	0.210 4*
	-0.134 1

	
	
	(2.10)
	(1.71)
	(0.51)
	(1.72)
	(-0.77)

	控制变量
空间滞后
	
	是
	是
	是
	是
	是

	LogL
	
	569.96
	188.46
	115.45
	235.23
	58.78

	时间固定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443
	0.042
	0.023
	0.060
	0.095
	0.032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2010-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系统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熵权TOPSIS与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测度其综合指数。从整体和四大区域视角，利用Kernel密度估计与收敛性分析解释了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趋势和收敛性特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特征事实看，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逐年上升，从2010年的中度协调上升至2020年的良好协调阶段，但也存在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各省市呈现“东高西低”“沿海优于内陆”的不均衡空间分布特征。从变动趋势看，全国及四大地区两系统耦合度均呈正增长，且高水平耦合地区的增长率相对较低，低水平耦合地区的整张率相对较高，说明全国区域内耦合协调度的差异不断缩小。
第二，从分布动态看，全国整体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分布曲线主峰位置不断右移，高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绝对差异不断缩小，但存在一定的右拖尾现象，说明存在微弱的两极分化现象。分区域来看，四大地区耦合协调分布曲线主峰均呈右移态势，耦合协调度逐渐提高；东部地区主峰高度明显上升，总体内部绝对差异逐渐缩小，中部、西部与东北部地区主峰高度均呈上升与下降交替的波动趋势，即内部绝对差异缩小与扩大交替；四大区域均存在一定程度极化现象。


第三，从收敛特征看，对于收敛特征而言，全国地区变异系数随时间推移稳定下降，东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在波动中缓慢下降，而中部地区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全国及东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存在收敛现象，而中部地区不存在；对于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而言，全国及四大地区的收敛系数均显著小于0，表明全国整体及四大区域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条件β收敛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大于绝对β收敛，表明在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全国及四大区域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收敛速度更快。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激发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发展潜力。我国大部分地区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水平不高，发展潜力巨大。数字贸易的发展可以打破研发主体之间的空间地理距离，降低研发风险与协调成本，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技术创新又将推动贸易链条的数字化改造，培育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能，深化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因此，应坚持创新对数字贸易的驱动发展，因地制宜制定激励政策，循序渐进推动数字贸易发展成果转化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新动力。
第二，推动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我国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整体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极化现象。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意识，突破各地区间的贸易壁垒，建立高水平地区与低水平地区的有效合作机制。区域内，发挥高水平省市的引领作用，将高技术资源与人才优势辐射到其他耦合水平较低的省份；区域间，实现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有效帮扶与合作，发挥数字贸易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的竞争优势，形成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优质协调发展格局。
第三，加速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收敛。在着力推进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注重两者的收敛趋势，既要以缩小地区间耦合协调度的差距为主导，同样也要兼顾各区域提升速度的协调。尤其是针对耦合协调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要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等，改善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环境，推动数字贸易与区域创新的耦合互动并向更高水平值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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